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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录
中国的公共外交在与韩国和台湾等周边国家地区发展关係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但当东北
亚地区发生巨大的秩序变动或与台湾和韩国发生政治安保矛盾时，中国的公共外交却无法
发挥缓解紧张关係并提供解决方案的角色。为什么中国公共外交无法在缓解与周边国家的
政治安保矛盾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本研究着重于中国的体制特性会对公共外交的目标、战略以及行为人和行为所带来的影
响。具体来说，嚮往着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政治价值与体制的中国通过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目
标以及战略的确与众不同。台湾和韩国以及其他东北亚的周边国家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体
制。因此，为了在这些国家地区推动公共外交，通常都会利用彼此共有的歷史文化议题。
这些特征可以视为说明中国公共外交在政治安保矛盾方面弱点的主要关键。不仅如此，以
中国权威主义的政治以及国家-社会关係为由，也可说明中国一丝不乱并具系统性的中国公
共外交推进体制以及成果。但另一方面，本论文也会提出为什么中国公共外交在与周边国
家发生的政治安保矛盾方面无法有效地起缓衝作用的原因。本研究以此分析框架为基础，
并探讨上文所提研究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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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 言  

公共外交是指与以硬实力为主的传统外交相反，利用魅力攻势的软实力
来卸下对方国民的心防，提高国家的形像与品牌效应，并从中获取国家利
益的外交方式。1) 

中国政府通过公共外交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友好形象，并
一直在持续地努力宣传中国价值以及制度。2)中国从胡锦涛执政时期开始
通过强化软实力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其视为主要的外交任务。接
着，习近平执政后定下的主要外交目标则是以公共外交来扩大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中国将公共外交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
外交设为五大外交政策，并投入了许多资源。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活
用了公共外交。特别是，中国为了与地缘相亲、歷史关系密切、文化相近
的周边国家维持友好关係，积极地利用了公共外交。3)

韩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主要周边国家(地区)，中国视其为公共外交的主要
对象，长期以来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智库、大学、媒体以及市民团
体等投入了许多资源，这对韩中关係和两岸关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
情况下，韩国总统朴槿惠执政时期（2013-2017）韩中关係有了很大的进
展。朴槿惠和习近平于2013年举办了第一届首脑峰会并发表了《韩中面向
未来联合声明》，声明包括了以歷史文化为主而进行的韩中公共外交方
案。以此为基础，韩国与中国于2015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FTA），建
立了有史以来最友好的关係。

两岸关係在台湾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2008-2016）有了进展。中国和

1) Nee(2008); Paik Woo_yeal(2017); Kim Byung-ho(2020:130-131); Yoon Seo-kjun(2020).
2) 通过公共外交铸就的软实力除了帮助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相互理解，也为在合作区域内制定经

济通商制度方面提供了基础。公共外交的成果也在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安保发生衝突时起了缓
衝作用。此外，公共外交也可以说是改善恶化关係的復原力的源泉。Kim Su-han(2018)。

3) 孙存良，李宁(2015: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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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于2010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并激活了
人员交流以及社会文化交流。这时期的两岸关係也被称为 “Chiwan”。 

中国的公共外交在与韩国和台湾等周边国家地区发展关係方面有着很大
的贡献。但当东北亚地区发生巨大的秩序变动或与台湾和韩国发生政治安
保矛盾时，中国的公共外交却无法发挥缓解紧张关係并提供解决方案的角
色。2016年起，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安保矛盾愈演
愈烈。韩国也因于2016年部署终端高空防御飞弹（THAAD），导致韩中
的关系恶化，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在经歷着政治安保矛盾的情况下，
公共外交并无明显成效。中国因攻势激进措施而降低了台湾和韩国对中国
的好感度，同时也在台湾和韩国公民心裡留下了威胁性国家的印象。在此
情况下，为了摆脱过度依赖中国的经济情况，台湾和韩国政府正在推动外
交政策方案。蔡英文政府从2 0 1 6 年开始透过新南向政策（N e w 

Southbound Policy）来扩大交流区域。韩国的文在寅政府也正在通过新南
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来追求外交方面的变化。4) 

本文在此背景之下所提出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 与一般西
方国家不同的中国公共外交有何特征？这些特征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以
及政策、行为人以及行为有何影响？中国公共外交的特征会对东亚的秩序
造成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中国公共外交无法在缓解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安保
矛盾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本研究着重于中国的体制特性会对公共外交的目标、战略以及行为人和
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嚮往着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政治价值与体制
的中国通过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战略的确与众不同。台湾和韩国以
及其他东北亚的周边国家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体制。因此，为了在这些国家
地区推动公共外交，通常都会利用彼此共有的歷史文化议题。这些特征可
以视为说明中国公共外交在政治安保矛盾方面弱点的主要关键。不仅如

4) Shin Sang-jin(2019:63-70), 蔡英文政府的对应内容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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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中国权威主义的政治以及国家-社会关係为由，也可说明中国一丝不
乱并具系统性的中国公共外交推进体制以及成果。但另一方面，本论文也
会提出为什么中国公共外交在与周边国家发生的政治安保矛盾方面无法有
效地起缓衝作用的原因。本研究以此分析框架为基础，并探讨上文所提研
究问题的答案。

为了接近此主题，本研究採用了文献研究与实例研究两种方法。首先，
本文将反映出文献研究中所提到的公共外交理论以及成果。此外，本文将
运用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文件及实际证明来整理中国
公共外交的现状。接着，本研究也将运用实例研究来了解中国公共外交的
主要特征以及局限。本论文将利用2016年蔡英文总统当选后中国与台湾之
间的公共外交现状，以及2016年部署THAAD之后韩国与中国的矛盾与公
共外交现状来进行实例研究。通过实例研究比较，本论文将针对中国公共
外交的特征为何、以何种方式来表现进行分析。本研究学术价值如下：通
过研究结果可详细了解到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尤其是公共外交的目标
以及战略。本文可以为台湾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规划外交政策方案以及
应对中国对东亚的战略方面提供重要的学术信息。 

Ⅱ. 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之议题与推进机制

1. 议题 : 中国发展模式与核心利益

中国在第四代領导集体-胡温体制执政后期开始大力强化软实力来改善中
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其视为重要外交课题。习近平执政以后也致力于利用
公共外交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延续了同一目标。5)中国公共外交的

5) 例如，为了在公共外交这方面增强民间力量并进行有效率的管理，中国于2012年成立了中国
公共外交协会。曾历任驻美大使以及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被任命为该协会的第一代会长。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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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基本上可分成提升对外形象、获取对内合法性与获取国际谈论权三
点。为了提升中国的对外形象、抵消西方学者主张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开
展了公共外交，并以宣传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以及和谐稳
定等优点来改善负面形象为宗旨。除此之外，中国也将获取对内合法性视
为重要目标。在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时代，中国想通过此种方式来凸显地方
政府与民间力量为公共外交主要的中心，并减少大众对权威主义的政治体
系的不满。为了抢先议论国际议题，中国一改之前在国际舞台上的守势态
度，主导起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係、环境气候
变迁等全球议题的谈论。6)

Wang,Yiwei（2008）强调中国公共外交需要从国内特有的政治视角以及
经验去理解。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创造、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利益以及主权维护言论的形成与发展等都被
视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中国特有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也经常被该领
域专家提起。张胜军（2017）表示中国与西方的公共外交从根本上来说非
常不同，并详细地提出了“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为中国公共外交
的特色。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的世界策略在形式上可说是强调了全世界人
民的整体利益。最近，以中国高层所提出的概念以及目的实行为基础，中
国以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为手段，活用了公共外交。一带一路包括了民心
相通这一点。与此相关的中国研究也偏向于讨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被冷落
的国家能从一带一路的推进而取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一带一路将全世界所
有国家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规模极大的计划。最近，通过这个计
划的成功来改善人民的福祉成为中国所追求之公共外交的核心价值，与其
相关的作业也正在扩张。7) 

可见，中国这些强化策略充分显示了公共外交是一种为了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而具实践性的外
交行为和手段。

6)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方向及主要政策之变动内容参照JeongJae-ho(2019:79-102)；Shambaugh 

(2013)。 
7) 例如，赵可金（2017）提出获得全部人民的支持以及民心是公共外交目标的同时，主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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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持着与中国相异价值观的先进国家，例如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
政府相关学者所主张的中国特有公共外交无法从理论上轻易说服他们。尤
其公共外交作为提升软实力的手段，共产党一党中心且权威主义政治体制
的中国公共外交，很难在将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开放与多元化定为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国家取得效果。与依靠中国公共外交的东
南亚、中亚、非洲以及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的软实力在韩国与台
湾很难持续发挥效果。再加上以军事威胁为主的硬实力矛盾依然存在，且
2010年开始美中竞争不断激化，中国公共外交如要在同为美中竞争核心地
区的韩国与台湾达到上述提升软实力的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就现今国际政治来说，国力代表着利用硬实力（对其他国家有着可测量
之影响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与软实力
（对其他国家有着难以测量之影响力的非物质资源，例如国家形象、歷史
文化）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力量，两者同时也在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係中被
用作进行说服及强制的一种手段。如要定义这两种实力之间的关係非常复
杂，因此相关研究目前处于明显不足的状态。但在国际关係中，通常硬实
力比软实力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且多数情况下后者是前者的辅助角色或
附属品。由此脉络来看，公共外交以增进与活用国家软实力为目标，且在
增强与活用硬实力为目标的政务及经济外交的关係上持有辅助及附属品的
性质。8)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利害关係与个别国家间的政治利害关係是各国行
动的主要理由。公共外交除了具有长期提高国家形象及增加短期政策争议
友好性的目标外，也是一种提高本国利益的手段。那么，通过公共外交追
求软实力，也会对硬实力问题、以此为基础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
国际层面的政治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若国际政治的国家行为者在硬实力方

化使所有人民的命运无法分离。此观点欲通过公共外交来主张，由中国领头的一带一路的成
功，是为所有国家带来财富并实现人类共富共荣的方案。

8) Yoon Seo-kjun(2020：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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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展现友好态度，那在软实力方面展现友好态度的可能性也很高。若非如
此，软实力这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将很难实现。

在韩中关係、两岸关係中，虽然硬实力对软实力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在
硬实力上，最主要的变数在于韩半岛和两岸之间的政治安保特性。由于韩
半岛处于分裂状态，韩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朝鲜这一巨大变数。因此，在各
种政策领域仍互相存在着国家利益的衝突结构。朝核问题和韩国主导的南
北统一问题，韩国战争的冷战遗产以及被称为“地缘政治回归”（Return of 

Geopolitics）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决，都是韩国和中国之间存在
硬实力矛盾的结构性因素。特别是韩中建交以后，朝核问题一直是两国政
治外交关係的主要焦点，两国对此不一致的利害关係至今都还没发生大的
变化。相反，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运输体系的开发一直在进行中，并即将
进入完成阶段，情况进一步恶化。9)

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了互相增进软实力的两国间的公共外交，可以说是
硬实力的附属品。从地区及全球水平来看，如果说中国的公共外交是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中国梦为重点的国家战略手段，那么从两国关係
层面来看，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只在硬实力的关係变动上表现出更大的附
属性。对于相当于中国核心利益的两岸关係来说，这种硬实力关係是绝对
的。为了赢得台湾的民心，中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对香港民主示威
的强硬镇压和反“台独”的强硬手段，使中国对台湾的魅力攻势未能取得效
果。中国这样的战略目标与下文将要说明的国内政治体制，即权威主义体
制的特征相结合，对中国对韩国及台湾等周边国家地区的公共外交变动产
生了巨大影响。

9) 关于美中竞争结构和韩半岛逻辑内容参照Ju Jang-hwan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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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向式公共外交推进机制

中国的公共外交大致上是由共产党国务院、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这三个
机关实行的。各组织在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性推进公共外交的过程中，
维持着共产党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互相避免重复相关业务，同时
也互相合作，发挥彼此的功能。最重要的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担任组长
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着决定中国
整体外交方向的核心作用。公共外交也是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因
此由此小组决定公共外交的方向、原则以及政策。将最高层党组织的公共
外交政策方向具体化并总管实务的核心部门有两个，分别是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和中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比起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处于上位，但实际上两部门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係。以这两
个部门为中心，党内由中共中央对外联合部、统战部、中宣部和政府的侨
务办公室等部门共同负责公共外交业务。10)这种辅助党以及政府组织的非
政府组织可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个组织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此协
会创立于1954年，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角色，负责意识形态文化之公共性
等与公共外交相关的整体业务。第二个组织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虽然与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有着一定程度相似的功能，但此协会是中国政府为
了致力于公共外交与实践而成立的。最后一个组织为察哈尔学会，是为讨
论以及扩散公共外交相关意见的智库，比起学会，更注重于履行协会的职
能。上述三个组织都具有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威性和阶级特性，与中国政府
保持紧密的领导关係且具有独立民间机构的性质，并负责公共外交事务。
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是受到党与国家彻底管制的官方国家机关，在决定
和执行公共外交政策和方向时无法起到任何作用。11)

在这种中央公共外交组织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单位掌
管着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政府领导下的研究机关、中央及隶属各省的社

10) Lee jang-won(2011); Ahn JI-yong(2020)。
11) Paik Woo-yeal(2017: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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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各大学的许多研究所也在促进与建立针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和网
络，掌管着公共外交。12)另外，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与世
界各国的城市结为友好关係，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公共外交。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公共外交特别将焦点集中在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上，而这些外交
领域被细分为知识外交、文化外交、媒体外交、企业外交、体育外交等，
正在系统性地进行中。

在大部分国家，公共外交由国家来主导，并拥有多种形态的制度体系和
人员构成。但是，这些国家的主导性并不能左右整个公共外交。公共外交
尤其需要国家，因为即使严重依赖中央政府的战略和资源，其外交行为者
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体、企业、智库、学校、市民团体以及市民
个人等，非常多样化。因此，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政
治体制。13)

若要根据政治体制来进一步详细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係，一个国家根据
社会、媒体、企业、市民团体、市民的各种行为者、国内中央政府和各级
地方政府之间的牵制关係，其制度、体系和行为会有所不同。在衆多政治
体制的要素中，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制度体系和人员构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
权威主义体制。在现代政治中，通过自由平等的选举选出国家领导人的代
议民主制，以及缺乏与此相结合的多种民主主义要素，并以中国共产党为
中心的一党权威主义体制，使公共外交被垂直、非自主、从属地构成。14) 

当然，在民主主义体制的国家中，中央政府虽然在公共外交的制度、体
制、人力等有一定程度上的组成、调整和控制能力，但绝对不可能对上面
提到的非国家行为者和各种阶级的自治地方政府发挥绝对的影响力。在中
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由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组成的所谓“官方”在国家

12) 2012年，为研究和教育公共外交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大学—吉林大学设立的公共外交学
院是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相关的校园及单位也在全国逐渐增加。

13) 公共外交主体的多样性的内容参照Yoon Seo-kjun(2020:25-26)。
14) 关于中国党国家体制的基本特点的内容参照Seo Jin-yeong(2008:11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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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所有领域佔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对社会各个成员实行着严格的指
导、调整和控制。故而上述社会成员的自主权非常有限，尤其是在以国家
为中心的国际关係行为之一的公共外交领域也是绝对有限的。因此，不止
中国对韩国的公共外交，整体上的公共外交体制基本上是以大部分公共外
交行为者受到中央政府的指示与控制的“top-down”方式来管理的。

另外，所需的财政资源也依赖于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党和政府下属组织。
所以公共外交行为者会随着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而有所行动。这一
财政资源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分配给社会中的非国家行为者，因此，民间
社会领域中具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公共外交很难从政府的战略计划与控制中
独立出来，也很难存在。公共外交的多种个别事业中也不允许自主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台湾的“魅力攻势”更具权威性，其他行为者的
自主性也很低。中国公共外交推进体制的权威主义特性可以带来有条不
紊、具系统性的政策效果。但是另一方面，若政治安保矛盾激化，为公共
外交而结成的网络并无法起到缓衝作用。

Ⅲ.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之特征与局限 

1. 以人文纽带为主的对韩公共外交

习近平执政后，中国加强了对韩公共外交。2013年韩中首脑峰会上，中
国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其中包含了人文交流，并组建了中
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作为公共外交的一环，韩中在制定多种文化交流
方案的同时，着眼于寻找传统文化的相似性，以增强两国国民之间的亲密
感。15)

15) 2013年韩中首脑会谈以后两国交流合作的具体内容参照Kim Su-han(2013: 25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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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在中国，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智库和民间单位在内的所有行
政单位组织全面成为了公共外交的主体。从一年一度轮流在韩国与中国各
个城市举行的韩中公共外交论坛这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可看见中央政府
系统化的公共外交。2014年，习近平访韩时通过大学演讲等，直接对韩国
大衆实施了公共外交。这种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外交行为，可说是达到中央
政府的公共外交的巅峰，起到了改善韩国对中国的形象、增加好感度的
效果。16)

同时，以地方政府为单位实现的公共外交也急速发展，且有持续发展的
迹象，获得了不错的成果。韩中两国的地方政府都推进了主题城市计划。
例如，韩国的庆尚北道和中国的西安市都有着相似的古都特性，进而促进
了人文交流。韩国首都圈的港口城市仁川和中国的天津市被选定为人文交
流主题城市，并在这两个地方展开了公共外交。17)教育象征着公共外交的
核心价值―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这一领域的交流也呈现出爆发性的成长
趋势。18)中国政府的对韩公共外交强调多种主体之间的人文与文化交流，
并全方位以歷史为主题来进行，因此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2015年的一项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大衆对中国所持的好感度最高。19) 

韩中之间以增进经济相互依存关係和人文交流纽带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已
增加不少。中国全面的公共外交提高了韩国作为中国重要伙伴的地位。但
是，在针对韩国为了应对朝鲜军事威胁而部署的萨德系统，中国从美中关
係的角度出发，坚持只考虑本国利益的立场后，韩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转为
负面。

16) 相关内容参照韩国联合日报新闻报道(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40627165600043: 

检索日期2020.06.30.)。
17) 韩中人文纽带地方交流的内容参照Jang Ho-jun, Kim Su-han(2016: 53-84)。
18) 通过教育手段来进行公共外交的中国政策内容可参照Ahn JI-yong(2020)。
19) ASAN政策硏究所国家好感度硏究参照(http://www.asaninst.org/contents:检索日期202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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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萨德事态和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变动

2016年起发生的萨德事态可说是体现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侷限的具体事
例。韩国在国内部署萨德之后，中国政府对韩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公共外
交交流中断等极端措施，使韩国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大幅增加。习近平
执政后，原为中国较成功的公共外交成果―对韩公共外交开始有了变化。
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印象从互惠与合作对象转变成了矛盾和威胁的对象。20)

与将萨德问题视为国家生存问题的韩国不同，中国认为萨德问题是美中霸
权争夺的一环。中国以此为基础对韩国进行的经济制裁，使得韩国的经济
损失剧增。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持续针对韩国的萨德部署问题採取迅速、
单一的应对措施，是缘于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利用权威主
义垂直结构的政治体制，对韩国萨德部署进行了多方面的报復。21) 

另外，中国官方及民营媒体进行了大量负面并具攻击性的报道，以此向
韩国施压。在韩国和美国开始讨论萨德部署问题之后，中国政府动员《人
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对韩国政府部署萨德的争议和决定
提出了反对及报復性意见，以示警告。通过媒体，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对韩
国所施加的压力原封不动地传递给了韩国媒体，且不仅仅是决策精英，中
国所施加的压力也传递给了大多数韩国国民。经由媒体对韩国施加的这一
系列压力证明，中国所实行的对韩公共外交随时都有可能从以魅力攻势为
主的正面公共外交转变为以威胁和压力为主、和政务及经济外交相结合的
负面公共外交。大部分在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都对萨德持有否定态度以及攻击性意见。虽然这可能只是反映了每位学者
的个人学术立场，但也可说是源于中国的学术界无法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方
针表明独立立场的垂直型权威主义体制。针对韩国萨德部署问题，韩中两
国学者所参加的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等活动当中，很多中国学者的发

20) 相关内容参照韩国联合日报新闻报道(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70123169300014: 

检索日期2020.06.30.)。
21) 萨德部署后中国对韩採取的报復行动的特徵等具体内容参照Kim Su-h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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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内容和意见表明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大体上都一致。22) 

这是由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追随着权威主义体制的垂直型体系所造成的。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会与韩国定期举行学术恳谈会或政策论坛，而参与他
们举办的活动的衆多学者，不管正式主题为何，首先都会就萨德问题一致
发表强硬发言。与民主主义的韩国或台湾不同，中国权威主义体制下，党
和国家的力量压制着社会，社会的自主性受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这意
味着超越党和国家意志的社会内一般国民的自主意志实际上很难存在或发
挥。也就是说，中国的公共外交行为者很难脱离国家的战略和利益，也难
与民间发展友好关係并互相信任。更何况，中国在2016年发生萨德矛盾
后，国家、地方政府、市民团体、媒体等全方面停止或无限期推迟与韩国
的公共外交交流，包括文化、学术、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活动。与此同
时，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官方媒体的报道，使中国普通市民和网民对韩国的
印象和感情迅速恶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意志主导着中国的公共外交和中国
国民的意识，其程度比民主主义国家更为强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
韩公共外交中体现出了垂直型权威主义体制的特征。 

Ⅳ. 中国对台公共外交和脱中的台湾民心 

1. 兩岸关係与对台公共外交

1) 中央主导的中国对台政策推进机制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对台政策并不属于外交领域。但由于长期以来
中国对台湾的统治权并不强，大陆和台湾处于一种特殊国家间的关係。 

22) Paik Woo-yeal(2017: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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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中将中国为获得台湾民心而推进的政策定义为方便起见的对台
公共外交，并对此展开讨论。

在中国对台（外交）政策决定与推进过程中，发挥指挥塔作用的机构为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而领导小组的日常业务处理的执行机构则是台湾
事务办公室（国台办）。国台办负责协调、指导以及管理国务院各部门和
各地方政府的涉台工作。它也负责指导、管理与协调对台的宣传和教育业
务等涉台业务。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也是负责争取台湾当局和
居民的主要中央党机关，统战部3局则负责联系台湾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
的相关业务。23) 

海峡两岸关係协会（海协会）以半官半民的形式于1991年12月成立，其
宗旨为促进两岸的交流以及关係发展。促进与台湾民间团体和居民的交流
合作为目前海协会重点推进的业务，并且正致力于利用民间力量来增进两
岸交流和沟通。中国相关部门和团体在与台湾促进文化、学术、体育等方
面的交流时会得到海协会的协助和咨询；而处理台湾问题的中国民间机构
则有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全国台联)。24) 

2) 以民促官的对台政策基调

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认为有必要促进包括台湾及华
侨资本对中国的投资。1979年1月，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转变了
对两岸关係的处理方式，提议促进两岸间的往来以及经贸交流。台湾之所
以接受中国的“三通”、“四流”提案进而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是因为1979年
以后，中国对台湾居民和企业的魅力攻势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25)中国
对台湾居民和居住在海外的台湾同胞给予各种优惠措施.，其最终目的在于
通过交流与增加接触，引导他们改变对中国的认识并感受到认同及友好，

23) 中共对台工作结构及其功能的内容参照蔡东杰(2015:106-111)，Lee Gyo-deok(2012:45-47)。
24) 中国对台民间组织的半官半民特征内容参照Lee Gyo-deok(2012:45-47)。
25)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台工作内容参照赵建民主编(2016:392-398); 张五岳主编(2014: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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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营造支持两岸统一的氛围。统一政策转换后，中国从功能主义的角度
出发来处理两岸问题。中国大陆认为，人员交流的增加可以消除台湾民衆
对中国的不信任，经济上相互依存关係的深化也会影响台湾对中国的认识
和政策。中国为台湾企业家进军中国提供了各种便利和优惠，并向台湾大
幅开放了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对台湾企业家和台湾人採取着优惠措施。
中国让大多数的台湾居民对中国带有好感以及保持高期待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消除两岸分裂，增进信赖度，进而统一台湾。中国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和实现统一所坚持的正是“以民促官”政策。在台湾当局全面拒绝与中国进
行政治交流和协商的情况下，中国首先展开了扩大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合
作以及可以增进台湾居民对中好感度的政策。中国让台湾居民自由访问中
国、与亲朋好友见面，也让他们对中国进行投资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动员台湾居民并引导台湾政府改变对中政策这一点来看，“以民促官”政
策可以说是中国对台湾所展开的公共外交的一种形态。

中国为了让台湾民衆对中国的抱有友好态度、增进两岸之间的认同感而
对台湾展开公共外交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为了让台湾企业家能够自由
地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中国政府採取了各种优惠措施。不止制定《关于
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法规来特别保护
和优待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也在提供纳税优惠，并允许在台资企业集中的
地区设立医院、学校等设施。26)他们採取让台湾居民自由往来大陆，并提
供各种优惠来争取台湾民心的策略。然后，中共通过积极向台湾进行宣传
言论的手段以促进两岸统一。中国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中
国人民广播电台往台湾派遣常驻记者，将台湾的消息传送到大陆，并对台
湾居民进行宣传活动。特别是中国设立了专门处理台湾问题的频道CCTV

4，并针对台湾国民进行24小时播放。27)

26) 中国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相关规定参考如下网站资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wfg/swfgbl/201101/20110107352176.shtml：检索日期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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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间之所以能够在非政治领域进行密切的交流和接触，是因为大陆对
台湾进行了较有效的公共外交。中国运用“以民促官”策略和政经分离原
则，并採取了长期渐进式的方法。中国致力于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来
谋求经济利益，以及弘扬中华民族认同感。经过二十多年的交流和接触，
两岸人民对彼此的了解和亲切感也增加了不少。两岸经贸、投资、通婚、
教育等部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但是，一旦遇到政治整合问题，台湾
政府和台湾居民仍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威胁和警戒心。

2. 脱中的台湾民心

2020年1月，大选临近，台湾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写满各候选人的竞选口
号的宣传物品。“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是想以两岸和平来谋求台湾经济发展
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竞选口号。2018年市长选举时，高呼着 “发大财”

的韩国瑜在高雄当选，这也是国民党候选人首次在有着民主圣地以及民进
党地盘之称的高雄当选，换上了蓝旗。他利用改善两岸关係以及经济成长
这种吸引大众目光的策略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虽然他战胜了厉害的政治
人物与财阀，甚至成功当上国民党的大选候选人，但受到2019年香港游行
示威余波影响，韩国瑜的政治口号再也无法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台湾民
众通过媒体，实时目睹了高呼着反送中以及强调民主并上街示威的香港市
民、针对习近平政府的各种批判与香港当地强硬暴力的镇压场面。这使
50%以上的选民转投向以“台湾要赢”这一简洁但内含深意的竞选口号参选
的蔡英文。28) 

蔡英文于2016年当选第15届总统，成功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政权，实现了
政党轮替。但与伙伴时代力量的摩擦、中国持续的施压，以及不见改善的
经济状况等使蔡英文的连任之路亮起了红灯。可是，随着反送中条例的香

27) 两岸大众媒体交流的内容参照张五岳主编(2014:319-338)，Lee Gyo-deok(2012:45-47)。
28) 台湾总统选举背景参照Moon Heung-ho(2020:14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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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示威游行日益严重，两岸关係瞬间被放大，模煳了所有的大选焦点。对
坚持着一国两制是解决两岸关係唯一的方法以及原则的中国，台湾民众的
忧虑和警戒逐渐加深。“香港有可能是未来的台湾”这句话也成为了众人口
中的热门话题。29)

最近发表了能更为準确了解台湾民众公民意识的民调结果。台湾国立政
治大学选举中心自1992年以来，每年针对政党偏好、统独立场以及身份认
同等相关的公民意识进行调查。选举研究中心过去28年间累积的调查结果
在了解台湾公民意识的特征及趋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0)根据2020年
7月3日公开的调查结果，民进党支持率为37.8%，而国民党支持率只有
15.8%，处于弱势。台湾民衆的政党偏好与统独的民心息息相关。

<表 1>为1994年起至2020年，以台湾民众为对象所进行的统一与独立的
立场之调查结果。

“维持现状再决定”的主流民意自2000年代以来都一直保持30%以上的支
持率，但却从2019年的29.8%减少至2020年的28.7%。“永远维持现状”的
意见在2020年减少至23.6%。相反，“偏向独立”的支持率从2018年的15.1%

上升到了2019年的21.8%，并于2020年上升到了27.7%。若加上“尽快独立”

的意见，那么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超过了整体的35%。相反，“偏向统一”

和“尽快统一”分别只有6.8%和0.7%的少数支持率。
从1994年开始进行臺灣大选相关调查以来，到2020年为止，台湾市民对

两岸关係的意识变化可用 [图 1] 表示。

29) 台湾高雄市民及专家面谈照査(面谈日期2020.6.15.)。
30) 国立政治大学选擧硏究中心之研究资料并整理。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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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湾民众两岸统一独立的立场趋势 (1994-2020) 

统一意愿 维持现状 独立意愿

尽快统一 维持现状
偏向统一

维持现状 
再决定 永远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偏向独立 尽快独立

1994 4.4 15.6 9.8 38.5 8 3.1

1995 2.3 19.4 15.6 24.8 8.1 3.5

1996 2.5 19.5 15.3 30.5 9.5 4.1

1997 3.2 17.3 16.3 30.5 11.5 5.7

1998 2.1 15.9 15.9 30.3 11.5 5.7

1999 2.2 15.2 18.8 30.9 13.6 4.7

2000 2 17.4 19.2 29.5 11.6 3.1

2001 2.8 17.5 16.4 35.9 10.5 3.7

2002 2.5 15.7 15 36.2 13.8 4.3

2003 1.8 11.9 18 35 14.5 6.2

2004 1.5 10.6 20.9 36.5 15.2 4.4

2005 1.8 12.3 19.9 37.3 14.2 6.1

2006 2 12.1 19.9 38.7 13.8 5.6

2007 1.9 10 18.4 36.8 13.7 7.8

2008 1.5 8.7 21.5 35.8 16 7.1

2009 1.3 8.5 26.2 35.1 15 5.8

2010 1.2 9 25.4 35.9 16.2 6.1

2011 1.5 8.8 27.4 33.8 15.6 4.6

2012 1.7 8.7 27.7 33.9 15.1 4.8

2013 1.9 9.2 26.3 32.6 17.2 5.7

2014 1.3 7.9 25.2 34.3 18 5.9

2015 1.5 8.1 25.4 34 17.9 4.3

2016 1.7 8.5 26.1 33.3 18.3 4.6

2017 2.3 10.1 25.3 33.1 17.2 5.1

2018 3.1 12.8 24 33.4 15.1 5

2019 1.4 7.5 27.8 29.8 21.8 5.1

2020 0.7 6.8 23.6 28.7 27.7 7.4

资料来源：参考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擧硏究中心之研究资料并整理.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3 : 检索日期20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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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4年对比2020年台湾民众两岸统一･独立的立场之变化
(单位: %)

资料来源：参考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擧硏究中心之研究资料并整理.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3 : 检索日期2020.07.03.)

“尽快独立”的意见与1994年对比，2020年为-3.7百分点；“支持维持现状
但偏向统一”减少了8.8百分点。“持续维持现状、并保持不变”的意见也减
少了9.8%百分点。相反，“维持现状，事后决定”增加了13.8%，“维持现
状，偏向独立”增加了27.6%。“儘快独立”的激进意识则增加了4.3%。

通过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调查结果，这种嚮往独立的
公民意识并非是受到剧变局势的影响而暂时形成的趋势，而是非常具结构
性的，同时也反映着台湾的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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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台湾国民身份认同趋势 (1994-2020)

资料来源：参考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擧硏究中心之研究资料并整理.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3 : 检索日期2020.07.03.)

1992年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只佔了整体的
17.6%。但截至2020年，该数字达到67%，增加了近50个百分点。相反，
认为“既是台湾人，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比率在1992年最多，高达46.4%，
但在2020年的调查中却只有27.5%，减少了18.9个百分点。另外，认为自
己是中国人的比率在1992年虽为25.5%，但在2020年减少到了2.4%，锐减
了23.1个百分点。

虽然台湾民衆的意识受2019年香港事件和大选等主要政治、社会事件的
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趋势过于明显。由于美中矛盾的激
化、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香港保安法的制定和市民镇压等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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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希望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台湾民心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中
国的身份认同将会进一步增加，追求独立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在中国以
一国两制方案为不变原则、坚持攻势态度的情况下，台湾人民脱离中国的
想法只会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美中矛盾交织在一起，两岸关係很难找寻改
善的机会。31)

Ⅴ. 结 论

中国对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变得活跃起来。在两岸关係上，为了
争取台湾民心，中共加强使用魅力攻势。2010年初以后，韩国和中国在两
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关係的基础下，努力缩小了两国间政治安保领域的距
离。两国之间形成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局面，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
也借此得到了加强。在2013年韩中首脑峰会中，两国把加强公共外交定为
了核心议题。即由两国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从而瞭解彼此的相似点，并
努力提高两国间的亲密度。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政府及民
间为中心的公共外交论坛、两国留学生及孔子学院等得以增加。截至2016

年前，韩国国民对习近平与中国的好感度也提高了不少。两岸关係也在马
英九执政时期有了进展。中国和台湾于2010年签订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
议（ECFA），人员交流和社会文化交流也逐渐活跃起来。

习近平执政后，中国对韩国和台湾的公共外交以及魅力攻势虽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却侷限于短期效果。随着与美国的矛盾浮出水面，中国主
导的世界战略开始展现出来，对周边国家的攻击也愈发强烈。习近平执政
后，中共勾勒出“中国梦”蓝图，开始强调绝对不会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
步，而其中包括了主权和领土等安保议题。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係也开

31) Kim Su-ha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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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恶化。为了平息香港的民主示威，中国採取了暴力镇压的方式。另外，
具有攻击性、文化国粹主义的中华主义对中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1990年代以后，随着本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上升；而经济
发展也使中国的自信大大增强，中国民族主义也随之增长，并逐渐变得具
攻击性。也就是説，中国民族主义具有保守性，因为它对内增强了共产党
权威主义统治的正当性，对外追求着成为世界主要领导国家，文化上则復
活了传统文化。特别是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口号更是代表了具攻击性
的民族主义。32)

在围绕着国家核心利益的政治安保矛盾愈加激化的情况下，中国以歷史
文化软实力为主的周边公共外交效果必然会弱化。中国公共外交为与周边
国家的关係发展以及两岸关係提出了贡献。但是，中国公共外交在东北亚
地区发生秩序变动以及与韩国发生萨德矛盾时，却未能起到缓解紧张并提
供解决方案的作用。另外，民进党执政后，中国的魅力攻势在解决两岸关
係与缓和局势这方面也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

在中国权威主义统治下行动的公共外交行为者在与韩国发生政治安保矛
盾时，非但没有起到缓衝作用，反而反映了中国政府威胁与压迫的否定立
场。两岸关係中，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行动的半官半民的行为者，例如协
会等，也不能摆脱中共的核心利益并自由地行动。

一丝不乱且有系统性的中国公共外交推进体制可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
在急剧变化的东北亚安保环境中，中国的公共外交并无法取得长期的稳定
性和自主性，且在根本上有着一定的侷限。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以
及两岸关係中的魅力攻势有一特征，那就是积极利用歷史文化同质性的软
实力。但是，中国公共外交的这个特征，在常存冷战政治与安保问题的东
北亚却无法持续发挥下去。

另外，在中国权威主义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下，周边公共外交及两岸民

32)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时期别特点及性质的内容参照Lee Mun-gi(2014)。Jang-hwan Jo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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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流的相关行为者进行着非常系统化的活动。但是，一旦发生政治安保
问题，他们就会失去自主性，并发挥代表中国官方利益的作用。虽然在国
家间发生矛盾时发挥缓衝作用是实行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但我们无法
期待中国的公共外交行为能达到此目标。公共外交专家也意识到了习近平
领导班子一直以来所推进的周边公共外交存在着许多限制。33)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和美中矛盾，东北亚等全球的安保已经超越政
治领域，正在向经济、社会领域全方位扩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也正
在加深。但是，在这一情况下，中国不太可能以民主主义或人权等普世价
值去创造新的公共外交软实力。相反，中国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在
加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中国半官半民的公共外交行为者的自主
性抱有任何希望，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弊端只会日益严重，韩国和台湾市
民想要脱离中国的想法也只会越来越坚定。

33) 例如，朴锺锦(2012)提议说中国政府应该清楚认知韩国人对中国所抱持的负面形象、并从克
服此问题出发，去探索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黄忠･唐小松（2016）指出，中国在强化对韩
公共外交这方面，需考虑韩国所具有的民主主义体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中国也应充分考
虑他们的公共外交对韩半岛统一及安全的影响，对韩公共外交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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